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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近代日本海权的扩张与对台湾的侵占

汪曙申*

与 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强权崛起及其向全球殖民扩张相对应的是，陷于陈旧的封建制度和缺乏应对新

挑战战略的满清王朝逐步走向衰弱，使向来处于东亚地缘政治焦点的台湾再度成为各主要殖民国家觊觎的

对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胜出并殖民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是继 17 世纪荷兰早期殖民后台湾再次沦为外来海

权国家的殖民地。这两次事件的历史大背景均是，中国封建王朝衰落与域外海权国家的兴起，海权和陆权

实力对比的变迁深刻影响着台湾的历史命运。本文拟从海权扩张的角度探讨日本对台湾的侵占问题。

一、中国陆权衰弱和日本海权崛起

19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推进使东西方世界分化的形势进一步加剧，欧美国家通过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和发展

工业化道路实现了历史性地位的上升，亚洲国家则仍停滞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和农业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

系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以西方国家为核心、亚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为外围的不平等结构。在地缘上，位

于欧亚大陆东部和太平洋西岸、由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是一个长期位居东亚朝贡体系核心的传统陆权大国。然而，

他在新一轮激烈的国家竞争中趋于落后并走向衰落，成为 19 世纪中后期东亚区域政治经济演变的重要场所。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始，清王朝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和因循守旧使中华文明遭到西方文明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市场

破败，经济凋敝［1］，内乱频仍，对外军事战争接连败退，政权统治威望大幅下降，而且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也开始遭受

各种质疑。从此，在“西势东渐”的冲击下，清王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走向崩解，中国被迫卷入西方列强控制、
以“等级剥削市场体系”和“主权不平等的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秩序。其主要表现为，在外来暴力胁迫下签

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遭到严重侵犯，割地赔款，丧失关税自主权和治外法权; 在贸易上沦为西方列强的

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经济失去自主性，日益沦陷和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鸦片战争中，西欧列强凭借蒸汽动力的铁甲船舰展现出的强大海上威力和军事优势，促发了中国社会

上下对海防的重新思考，海洋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1874 年日本借

口牡丹社事件出兵侵犯台湾岛后，清政府针对海防与塞防的轻重缓急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虽然期间看法纷

纭，但大大加深了中国封建王朝统治阶层与智识精英对海防重要性的认知。此后，清政府指派李鸿章与沈

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开始筹划建设海军事宜。1879 年日本以强力吞并中国藩属琉球，以及 1885
年中法战争爆发，再次强化清王朝对加快海防建设的紧迫感，因而专设海军衙门，决定“大治水师”。经过在

沿海建设近代化的海军基地、对外购买船舰及制定具有近代内容的海军章程，北洋海军于 1888 年正式成军。
从 19 世纪下半叶东亚地区的形势看，清王朝重视海防建设首在抵御外侮和反侵略，尤其是防范日本在

明治维新后对外扩张图谋。但总体而言，晚清海防思想及海防战略的核心是防御取向，明显受制于“重陆轻

海”的传统战略思维，消极的“防口守岸”，缺乏对争夺制海权的准确理解和应有重视。由于政治制度的腐败

僵硬及经济基础的孱弱落后，晚清海军建设并未获得持续发展，清王朝走向衰落已成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东亚国际关系格局调整的重要现实。在这一轮国家实力的较量和竞争中，封建王朝制度下的中国逐渐沦为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国家; 相反，近邻日本通过资本主义改革和对外军事扩张挤入该体系的核心。
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施压下，日本在 19 世纪中叶被迫解禁开国，并最终通过明治维新的制度变革走向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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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实现了国家命运的转折。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创建近代天皇制政权，开启走向近代化的资本主义道路。
客观而言，明治维新为日本海权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第一，废除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集权制国家，从根

本上改变了日本幕府时代各藩各自为阵的分散状态，统一的政令和开放的政策为发展海权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保

障。第二，取消了传统等级严格的身份制度，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生产力得到解放，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物

质基础上为发展海权提供了保障。第三，大幅变革军制，将地方藩主掌控的武装力量统一收归中央政府，设立陆军

省和海军省，海军建设获得体制上的有力支撑。第四，面对海权思想深入人心，明治政府高度重视海洋政策，积极

支持发展海军。经济基础、制度和体制保障、领导阶层的重视，共同促进日本海权观念和战略的发展。用马汉的理

论言之，夺取并保持制海权，尤其是与国家战略和海外贸易相关的主要海上交通要道的控制权，是近代国家强盛与

繁荣的要件之一。近代，发展海权是日本整体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政府成立不久，日本天皇即谕令“海

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2］。1870 年 5 月 4 日，日本兵部省精心准备并呈交一份堪称为创立海

军基本理论的建议书，获得天皇认可，明确了扩建海军的目标、任务和意义。1873 年明治政府正式实行征兵制，海

陆军依靠征兵制确立了“国民皆兵、天皇直接统帅和统帅权独立等牢固的建军基本原则”，“明治海军以征兵制为基

础、以志愿兵为重点的兵役制度，对海军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3］。
早在荷兰人侵台时，日本与台湾之间就已有贸易联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台湾展现出浓厚兴趣与当

时远东形势的发展相关。19 世纪 70 年代，日本将俄国视为头号假想敌国，但随着与满清围绕朝鲜问题的矛

盾日益激化，日本开始调整战略转而将清朝视为主要对手。1874 年，日本非法出兵台湾企图以所谓的琉球

居民为日本国属民及台湾原住民为中国政权所不及之“化外之民”的说法，否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权利。但

最终因实力不济，日本被迫选择从台湾撤兵，以签订《北京专约》收取清国赔款作罢。“牡丹社事件是日本明

治维新后，开始准备师法西方列强，进入海权争霸对外扩张的一具体行动。”［4］

经此事件，日本政府痛感海军实力不济，大幅加快为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的扩军备战步伐。据统计，

1880 至 1893 年间，日本军事费用大体占据每年岁出总额的 19% － 30%，而且是递年增加的［5］。1885 年日

本确立内阁官制，西乡从道出任海军大臣，推出所谓第一期军备扩充计划，通过发行海军公债筹资的方式实

施造舰计划，其中为对付清朝的“定远号”和“镇远号”专门设计建造“严岛号”、“松岛号”、“桥立号”三景舰。
1889 年，明治政府颁布帝国宪法，进一步巩固天皇的绝对专制地位，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极力鼓吹对朝鲜和中

国进行扩张。同年，日本颁布征兵令，实施军国主义化的全国皆兵制度。为夺取制海权，日本以赶超清朝北

洋舰队为目标，加快扩充海军规模和实力，短短几年海上军事力量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1893 年，由英国建

造、被称为当时最快的大型军舰“吉野号”建成交付使用，日本海军组建常备舰队。有统计显示，“1872 年，

日本的海军总人数为 20000 人，但是到了 1885 年即增加为 65000 人，1894 年更是大幅度增加为 138000 人，

军舰也分别从 1872 年的 14 艘增长为 1885 年的 25 艘，到 1894 年更增长为 55 艘。”［6］很显然，近代日本的海

权发展战略带有鲜明的军事性质和扩张倾向，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海权的普遍特征。
据日本学者外山三郎称，日本“可以说已经建成了最低限度的各方面保持均衡的海军”，但“当时日本海

军不仅没有战胜清国舰队的把握，而且还对它怀有一丝恐惧的心理”［7］。可见，日本在并无绝胜的把握下发

动甲午战争，带有军事冒险的机会主义成份。尽管如此，它是日本在详细评估中日双方海军在战略、管理、
训练、战术等各方面综合情况后做出的决定。马汉借鉴瑞士战略思想家约米尼的观点强调海上决战的重要

性，这点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策略颇为相似。日本海军确立夺取制海权的任务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攻

势战术，寻求海上决战的机会。相反，清朝北洋舰队在“不得出洋浪战”、“避敌保船”的命令下奉行防御作战

原则，在战略上守势自保，加上战术上指挥失当，最终导致全军覆没。1895 年李鸿章作为清廷谈判代表赴日

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和，日本经过综合分析和权衡，决定实施伊藤博文一手主导的“直冲威海卫并攻略

台湾方略”，径自派兵进军并非法占领澎湖，为进一步侵占台湾作为其南向扩张基地做好了准备。日本方面

坚持割让台湾，部分是来自日本海军从地缘战略角度思考所提出的强烈要求。1895 年 4 月 17 日，清朝被迫

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其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并该地的“所有城

垒、兵器制造所及一切官有物，永远割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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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清廷‘自强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成果验收的大对决”［8］。清朝

战败是其作为曾盛极一时的陆权国家进一步走向衰落重要标志，不仅排除了日本在东亚扩张海权的强劲对

手，极大促进了日本海权崛起的步伐，而且为其最终向太平洋和东南亚进行殖民扩张创造条件。“日本取代

中国成为远东头号强国，它南有台湾，北有朝鲜，取得了日后向东南亚推进的稳固基地，也构成了进军满洲

的跳板。”［9］1904 年日本又击败谋求向太平洋扩张的强敌俄国，最终奠定东亚海权强国的地位。

二、台湾对于日本海权的重要价值

台湾地处日本拟构筑从日本本岛、琉球到台湾岛、菲律宾群岛、中南半岛整个弧形战略框架的中心位

置，对日本拓展海权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价值。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奉行以“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补偿

论”为基轴的扩张战略观，通过发展海权、侵略周边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弥补 19 世纪中叶以来被迫与西方

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所遭致的损失。具体来看，台湾在日本海权扩张战略中的地缘意义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控制西太平洋航路。从地理位置看，台湾北面琉球，南临东南亚诸岛国，是西太平洋航路至关重

要的节点。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主张割取台湾以保卫琉球，称“台湾是我( 日本) 卧塌旁的鼾声，

为了维持永久和平，把它收归我有，乃日本最大要务”［10］。随着 19 世纪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台湾在全球海

上通道尤其是西太平洋航路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近代以来，攸关日本命脉的海上交通线除北太平洋航

线( 由日本东海岸，经北太平洋至北美) 外，正属经冲绳群岛和台湾两侧的西南航线，它是日本与南亚、中东

及非洲经贸往来与交流的关键通道。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治家井上毅曾向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分析台湾的

地缘价值，称如果能占领居东洋航路中枢的台湾，就可以掌控黄海、朝鲜海和日本海的航行权，如果台湾落

入其他强权之手，那么会危及到所谓冲绳群岛的安全，因而建议日本政府趁势占据台湾。日本侵占台湾后，

进一步控制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极大地扩张了日本的制海权。
第二，向中国东南渗透的切口。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目标是，建立包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所谓“大东亚

共荣圈”。1887 年，日本参谋本部制订《征讨清国策》中声称，一个统一的中国是日本实现对外战略的障碍，

应乘欧洲列强东侵，“折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它不能活动”。1890 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其起草

的《外交政论略》中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的说辞，其中“主权线”即国家疆土，“利益线”是与“主权线”
之安危密切相关的区域，国家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关键即以此二线为基础。山县有朋确切指出日本“利益线”
的焦点在朝鲜，而要占领朝鲜必然牵涉到与中国的冲突。日本图谋台湾，一项重要考虑即将之作为封堵中

国东出太平洋的咽喉，以及进一步向中国东南内陆渗透的外围基点，正是通过控制台湾掌握入侵中国腹地

的战略主动权。1896 年 6 月，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以参加“台湾始政记念祭”的名义赴台，但“真正的目的

是，想以管领台湾后的新领土为据点，刺探入侵南中国、南洋方面的可能，视察其状况”［11］。在二战期间，日

本以琉球和台湾为基地切断中国东南沿海的运输补给通道，给中国抗日战争造成障碍。
第三，南进政策的前沿基地。台湾处于日本南进战略的地理要冲，具有难以替代的地缘价值。前日本

首相松方正义曾主张，“台湾非永久归于我国不可”，“台湾之于我国，正如南门之锁钥，如欲向南发展，以扩

大日本帝国之版图，非闯过此一门户不可”［12］。19 世纪末，日本拟定将台湾和辽东半岛作为其实施南进和

北进计划的据点，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开始揭开以台湾为基地南进扩张的序幕。“台湾总督”
桂太郎曾在向日本政府提出《关于台湾的经营方针与政策实行方法的意见书》中阐述了其“北守南进”政策

的主旨，其中提到，台湾“惟有依据其地势伸张国势一途。深思熟虑，台湾之施设经营，不仅止于台湾之境

域，更不可无对外大事进取之确策”，“不独对南清而已，更占适宜于向南方群岛伸张羽翼之地位”，而谋求以

作侵略据点为取向的台湾统治。并且，管领后的台湾应当“时势一变，执所谓北守南进之策，远伸日本海之

区域至支那海，在欲立进取其沿岸各地之计划”。［13］此后，桂太郎以侵略海外为核心的“南进论”得到日本政

府肯定与认可，被日本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继承并加以细化实施。日本以台湾为基地推行的“南

进政策”，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放在中国福建省和东南沿海，其次是东南亚群岛国家。20 世纪 30、4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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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一步确立并实施以确保在东亚大陆地位及向南方海洋发展为基轴的南进政策，将海权扩张的矛头直

指美、英、德等国在西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其中台湾是其战略实施所倚靠的重要基点。
第四，以殖民反哺海权。近代日本人口、资源、经济和军事力量有限，要维持海权扩张的庞大成本，必须

从其所控制和占领的殖民地强制汲取资源。首先，排挤和驱逐外国资本，强力将台湾纳入日本资本主义经

济圈。日本侵占台湾后为补足财政赤字，展开土地调查，全面掌握鸦片、食盐、樟脑、烟叶、酒等利润丰厚的

产业经营权，并将其中一部分产销特权转交给指定的日本商人、退休官僚以及和日本统治当局合作的台湾

商人以笼络人心。其次，建立日本军事扩张的重要补给站。日本侵台初始十年间，由于台湾人民抗日武装

运动耗费了日本殖民者的庞大军事支出，加上岛内经济因战争停滞不前，日本殖民当局的财政出现长期亏

空。直到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上任后提出以“殖产兴业”为内容的财政计划，创办邮电、铁路、港口等实

业发展殖民地经济，才逐步改变长期依赖日本国内财政补贴的状况。此后，随着日本国内资本向台湾大量

输入并通过官营企业的方式垄断主要经济部门和产业，日本资本家阶层成为主导台湾经济命脉的最主要剥

削者，攫取庞大的经济利益。日本殖民者的剥削所得除部分用于投资台湾基础设施外，大部分在战时被充

作“军事贡献金”，用于支撑其对外扩张。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加快海权扩张发动世界大战，但始终困扰于

战线过长与资源、人力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为扩张战争能量，日本选择在包括台湾在内的殖民地实施

战时经济体制，于 1938 年公布实施国家总动员法，制定生产力扩充计划与物资动员计划。在台湾，日本一方

面统制资金优先用于发展工业，一方面压制消费，统制物资和人力保障军需工业生产。为了将台湾绑上日

本对外侵略的战车，日本在台湾实施以“日本化思想改造”为内容的“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思想“洗礼”的方

式推行为日本帝国尽忠的“皇民”意识。为弥补军力的不足，日本当局还征召台湾青年设立“台湾特设劳务

奉公团”，被发配至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充当军夫，强迫原住民编成“高砂义勇队”送往前线作战。

三、日本海权衰落与台湾光复

20 世纪上半叶是国际权力格局进行重新调整的重大转型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以及社会经

济制度的变革创新，使世界领导者角色开始由英国向同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传统的美国转移。从战

略选择上看，一个国家的大战略要想成功，必须客观反映并有效适应特定时期地理政治现实的变化，否则若

方向错误，则将危及国家的生存与发展。20 世纪上半叶日本海权的衰落，有其维持东亚霸权成本与收益的

落差扩大以及殖民政策缺乏社会民意支持等因素，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在面对全球地理政治

现实变迁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失误。
自 19 世纪末起，美国在国力上升后逐步将权力和利益的触角伸向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在中国推行“利益均

沾”的门户开放政策，与几乎同时崛起的日本一起成为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两个最重要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

旨在排除区域外国家而独自谋求东亚霸主的战略目标，与新兴强国美国在东亚的利益相抵触，这一结构性矛盾的

演进及日本的战略选择最终影响到美日关系的发展及日本霸权战略的结局。“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美日双边关

系逐渐从相互合作演变为相互对抗，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东亚战场上的主要敌手。”［14］

1904 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进一步巩固东亚海权后，通过缔结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

强化了推行海外扩张的基础，并加快了海军扩充的步伐。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采

取的姑息政策并没有改变日本在东亚谋求排他性主导权的目标。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开始在“威尔逊主

义”的原则下尝试在东亚建立“华盛顿体系”来规范和约束日本的军备扩张行为。与此同时，日本修改国防

方针将头号假想敌国由俄国改为美国。30 年代起日本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影响下，进一步加快研究突破限

制军备及裁军等外在制度规范的步伐。继 1933 年退出国际联盟后，1934 年日本宣布废除《五国海军条约》，

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0 年实施“南进”政策，1941 年 12 月 8 日偷袭美国珍珠港，最终导致日美两国

正式宣战。从战略角度看，日本挑起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全面战争，是其对外战略决策所犯的一次重大错误，

其结果是在双方总体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导致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受惨败而走向海权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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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政治视角看，日本海权崛起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形成与美国、中国、苏联的全面对抗，日本海权在

战败后崩溃与中国陆权重振是彼此关联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阻止了中国自鸦片战

争以后在东亚日趋衰落的趋势，使之重新成为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大国。”［15］通过 1942 年签署《联合国家

宣言》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3 年 11 月参加中、美、英开罗首脑会议及此后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与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体系重组过程中确立了形式上的大国地位，国际地位得到较大提升。
中国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二战后收复台湾有着直接联系。1943 年 12 月 1 日中

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明确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

上所夺得或占领一切岛屿; 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6］

为确保宣言得到落实，美国还专门在同苏联方面交涉保证承认中国为太平洋大国的事项中包括台湾归还中

国的问题，《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以及对日战争结束时在该岛确立中国主权之规定应得

到充分肯定［17］。1945 年《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的内容，强调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并对日本的主

权范围做了明确的限定。1944 年 4 月，中国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筹备台湾收复事宜，在日本战

败投降后顺利接收台湾，1945 年 10 月 25 日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宣告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入

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纵览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的历史，台湾因地缘重要性成为海权国家寻求、维持和巩固权力的重要对

象。19 世纪末日本海权扩张时代正值中国满清王朝处于积弊丛生、日渐衰落的历史阶段，台湾在外来武力

胁迫下被迫沦为日本霸权的殖民地。历史经验显示，国家间战争是实现国际权力更替与转移的重要方式。
二战结果显示，日本海权在错误战略指导下逐步走向毁灭，中国依靠广袤的腹地、庞大的资源、对外联盟以

及艰苦卓绝的正义斗争，最终在新一轮的国际体系转换中实现陆权重振。从地缘政治的逻辑看，台湾光复

呈现以下意义: 第一，陆权( 中国) 与海权( 如作为殖民帝国的日本) 实力消长态势是决定台湾命运的重大因

素。一般而言，陆权羸弱、海权强大，则台湾易于被海权国家控制乃至脱离中国沦为殖民地; 中国陆权强盛，

则可增加海权国家侵占台湾的机会成本，从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第二，台湾长期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

家较量的焦点。从作为海权国家崛起的荷兰、日本殖民侵占台湾的历史可知，台湾地理位置及在全球地缘

政治中的战略意义决定了其在国际政治棋局中的坐标。1949 年国民党内战失败退居台湾后，作为新兴海权

国家崛起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使台湾问题重新陷入复杂的海陆斗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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